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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蒙文通为考察中心

陈 勇 宫 陈

【提要】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核心主题是重新认识中国历

史，围绕这一主旨衍生出“重新认识史实”和“重新认识史学”这两大主题，前者推动了近代中国通史

著作的编写与出版，后者催生了作为学科专史的中国史学史的诞生。较早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反思

的学者有梁启超、朱希祖等。其后，姚名达、蒙文通、金毓黻等人先后就中国史学史进行了具体探索。
早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呈现出取舍于经史之间的特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人以史官、史著、史
家为撰述主体探究史学的发展，蒙文通则突出传统学术中的经学、义理等观念对史学发展走向的影

响，形成一种自觉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中国史学史的叙述模式，在早期中国史学史的书写中别具一

格。深化当下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从蒙文通等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著述中汲取养料。
【关键词】 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 研究范式 由经入史

晚清民国以降，随着西学东渐，传统学术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理念的强烈影响，长期奉守的四部

之学逐渐向分科治学过渡，中国学术呈现出“历史缩短，空间变大，史料增多”等特征。① 在此背景

下，如何将传统的学术内容置于西方的学科框架之下而不至于方凿圆枘、传统学术应怎样向近代

学术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应如何认识史学等问题相继被提出，这些问题的提出促使具有近代

意义的学科———中国史学史诞生。自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等学人首倡发凡，中国史学史学科

已经走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对于这一百年史学史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学界也在不断进行总

结和反思。有学者撰文指出，自 20 世纪初中国史学史成为一门专史以来，其研究范式经历了两

次大的转变。第一次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的研究框架为代表，其后数十年间，

国内相关研究大多不出此范围; 而从实践层面看，其重心集中在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方面。第二

次大的格局变化，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经过这一时期对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等理论的深

入讨论，研究风格也随之转换，特别是大大强化了对历代史学思想，包括史家政治思想、学术思想

和历史哲学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以史学思想、史料学和编纂学为基本内容，以史学思想为核心的

研究范式。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随着史学史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史学史研究呈现出新的

特点，其研究范式有待进一步总结。② 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成长历程的梳理与反思，学界已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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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 项目编号: 19ZDA235) 的阶段性成果。
葛兆光:《预流的学问: 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文史哲》2015 年第 5 期。
参见胡逢祥《关于改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之我见》，《史学月刊》2012 年第 8 期。

*



史学理论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研究成果。① 过往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一些公开出版的著作及以史学史研究为主要治学取向的学人身

上，但事实上，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部分学人曾在大学讲堂讲授中国史学史。囿于各种原因，

这些讲授内容未能及时刊布，影响相对有限，因而这一群体在我们的考察回顾中并未被充分关注，蒙

文通即为其中之一。本文以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为考察中心，聚焦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

程，尤其是前辈学人对中国史学史书写范式的探索，希望能为当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一

我们“如果想明白一个时代学术所发生演进的关系，必须考察这个时代前后的来因去果，而找出

他们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这是历史的因果律所指示吾人的”，②史学的发展其实就是社会变迁在学术

领域的投射。钱穆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则必其有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

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于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③自 19 世纪后期海通以还，伴随

着西力东侵，整个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与之相应，中国近代史学亦呈现出一种与传

统史学截然不同的发展样态。④

从宏观上观察整个近代中国史学，我们大致可以有如下认识: 中国近代史学的演进主线，一言蔽

之，即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揆诸前史，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观念进入中国，使得传统士人在

治史方面或主动或被动地增加了一个参照系，历时性为共时性所代替。在对标的过程中，中国史学

得以逐步迈向现代之途。梁启超、邓实、马叙伦、陈黻宸等人于 20 世纪初就中国有史无史问题展开

论争，由此衍生出观点对立的新旧史学之分，此后中国近代史学在重新认识史实与重新认识史学上

呈现出多元并进的发展态势。首先，就史实层面而言，近代史家开始有意识地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

审视，从编纂方法、撰史体例、通史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反思。诚如汤志钧所言: “近代史学，研究的

范围也扩大了，由研究中国史而研究世界史，由研究内地史而研究边疆史，由研究以汉族为主的历史

而研究少数民族史，由研究政治史而研究社会史、文化史，由研究古代史而研究当代史，由注意文献

资料而注意考古发掘，等等。视野更加广阔，领域日益扩张。至于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以

至专记典章制度的史书，也卷帙繁多，品类丰富。”⑤职是之故，整个 20 世纪，新型中国通史著作的编

写与出版蔚然兴盛。其次，就史学层面而论，正是由于对传统史学遗产的清理与反思，直接促成了作

为一门学科专史的中国史学史的诞生。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主线下，我们可以观察到两条推进路

径: 其一是传统史学的近代化，意在打通古今; 其二是域外史学的本土化，意在沟通中西。而整个近

代史学正是在古今中西交错的大环境下发展壮大的。
中国史学史应当如何书写? 怎样研究? 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纵览 20 世纪前半期的各类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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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作品，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大抵不外两种: 第一种是以梁启超及其后学为代表的“横通式”写

法，第二种是以蒙文通为代表的“纵通式”写法。
“横通式”写法，即在厘清传统史学发展进路的基础上拎出若干关键节点，如史家、史书、史学发

展趋势等专题进行阐释，分门别类，每一专题有始有终。这一写法颇类似于分类组合，内在逻辑是希

望通过小专史的叠加组合成一部大通史。1926 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课程时，

将史学史划分在文物专史的框架之下，认为“这不是能拿断代体来做的; 要想满足读者的要求，最好

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依其性质，分类叙述”，①强调在研治史学时尤其要注意史官、史家、史学

的成立及发展和最近史学的趋势等四方面内容。事实上，早在梁氏之前，就已有学者有意识地对

史学进行思考整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大钊和朱希祖。李大钊自 1920 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教

授，开始在课堂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讲授中国史学和社会发展，相关讲义集结出版为《史学要论》。
这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作出了重

要贡献。不过，该书在当时的实际影响力，尤其是对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书写范式的影响还十分

有限，这与民国时期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有关。朱希

祖曾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专题课程，相较于李大钊而言，朱氏的风格较为传统，更多关注的是史

家、史官、史籍等要素。抗战时期，朱希祖的女婿罗香林建议将这些课堂讲义整理出版，遂有《中国

史学通论》问世。朱希祖自陈，该书原定名为《中国史学概论》，内容主要是论述中国传统史书体裁

的发展流变，并就各类体裁的优劣展开议论，从这个角度讲“谓之通论亦可”。② 朱氏对于中国史学

史的关注范围与梁启超有很大程度的重合，两人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史学史研究思路，并影响

到他们的门人弟子。③

1929 年梁氏去世后，众多学生秉其志向，开始投入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撰述中，其中用力最勤者

当属姚名达。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中国史书众多、史学资源丰富但缺乏有志于专

门从事史学研究者的现象颇为感慨，认为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针对乃师之叹，姚名达曾有所

回应:“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

述; 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④为了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姚名达进行了深

入思考，在其师思路的基础上，将史学史的研究细化为九个步骤:

1． 专家的研究; 2． 史书的解题; 3． 史学论文的抄集; 4． 史学年表的撰著; 5． 史学家传记

的撰述; 6． 史官制度及史学起源的考究; 7． 史学术语的研究; 8． 中国史学辞典的编纂; 9．《中

国史学史》的撰著。⑤

依照如上步骤，姚名达把一部完备的《中国史学史》分为中国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学论文总

集、史学家列传、史学大辞典、史籍考六个组成部分，这显然是在执行梁启超所提倡的写法的细化。继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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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外二种)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4 页。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中国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自序”，第 3 页。
关于梁启超与朱希祖及其后学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思想的比较，参见王传《论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著述特点》，《河

北学刊》2020 年第 1 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外二种) ，第 327 页。
罗艳春、姚果源选编《姚名达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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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之后，在课堂上曾多次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董允辉在其讲义中也提道: “兹编所述，特取旧日所谓史

部中之正史、编年、别史、杂史、史评诸类，各顺年代，叙其作家事迹，著书经过，藉明当时学术之风气

耳。……要之，本书则偏重‘史家’、‘史学家’之叙述。其对‘史官’，只略考诸古书所记而已。若史

官能兼史家者，仍详述之也。……得四大编为: ( 一) 史官，( 二) 史家，( 三) 史学之成立及发展，

( 四) 最近史学之趋势，亦梁氏启超生前所拟目也。”①

20 世纪 40 年代先后出版了三部史学史著作，我们都能从中看到明显的梁氏痕迹。如金毓黻即

自述其著作“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② 王玉璋的《中国史学

史概论》在写作思路上基本根据梁启超所划定的研究范畴而略有增减，在具体的史料利用方面则更

多地借鉴了金毓黻。王氏一书分为五章，“第一为史官，第二为史学名著述评，第三为历史体例，第四

为历史哲学，第五则为近代史学之新趋势”，③此书基本可视作梁、金二者的结合之作。相较而言，魏

应麒的著作则在保持梁氏风格的同时，有了进一步突破。他的作品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主要围绕

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与价值、中国史书的类别分类及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中国

古代的史官制度等方面进行阐述; 下部则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情形，尤其关注不同史家的

治史理论与方法，对不同体裁的史书进行了比较考察。可以看出，魏书的上半部分依旧未能跳脱梁

氏体例的范围。
上述三书甫一问世即受到学界关注。作为率先公开出版的总结中国史学的著作，评论者在肯定

他们筚路蓝缕、勇敢尝试之功的同时，也对书中的缺憾有所评论。就王玉璋著作而言，学界认为，“是

书为中学生作，乃一好读物，以之作大学教科书，其内容尚嫌不足”。④ 而魏应麒所作《中国史学史》
“条理尚为清晰，编制亦称平妥。惟采人成语过多，己所发明甚少，虽无大谬，亦鲜精彩”。⑤ 相比之

下，金毓黻的著作获得了更多好评，但也有学者指出，既然书名为史学史，则应“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

来史学演变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而是书“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

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⑥ 除此之外，“本书有个地方值得补充的，第一，是中国的历史哲

学。历史哲学虽不能视为史学的正宗，但既谈史学史，似乎对于这一方面也不应该或缺的。中国的

历史哲学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本可以重写一本中国历史哲学史，而史学史不略为叙述，也似乎是美中

不足”。⑦ 事实上，同辈学人在研究中国史学史过程中对上述问题已经有所注意，尤其是针对如何凸

显传统史学之“义”，以及如何看待历史哲学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蒙文通为代表的学者即进

行了讨论，并逐渐形成了与梁启超等作法相区别的“纵通式”研究范式。

二

所谓“纵通”，即以时间为轴线，以王朝更替为叙述线索，对每朝每代史学的发展情形作系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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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书评:〈中国史学史〉( 魏应麒著) 》，《汉学》1944 年第 1 辑。
齐思和:《书评:〈中国史学史〉( 金毓黻著) 》，《燕京学报》1947 年第 32 期。
陈定闳:《评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中央周刊》1946 年第 8 卷第 4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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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这种写法的代表人物即蒙文通。① 在蒙氏给柳诒徵的信中写到，1934 年秋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

拟开中国史学史一门课程，由此开始了对史学史撰写的思考。② 抗战全面爆发后，蒙文通返回成都，

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需要开始撰写讲义。一年左右，讲稿初成。三四

十年代初，部分篇章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重光月刊》《华文月刊》《国论月刊》等杂志上。这是民国

时期较早完成的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著作，可惜当时未公开出版。
作为一门专史的中国史学史，从整体着眼，它的内涵与外延应涵盖三个方面: 首先是如何认识史

学( 包括含义与功用两个角度) ，其次是如何研究史学史( 包括研究范畴与研究思路) ，再次是如何对

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分期。在蒙文通看来，“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也，又将以明古今之变

易、稽发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③ 蒙氏

认为，晚周时期的各家学说对于既往历史的记载与描述言各有差，所以，在此之上得出的历史借鉴与

管理经验亦各不相同，这背后反映的是对于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不同。也就是说，蒙文通认为，历史

不仅是表面史迹的呈现，更应当透过史实表面看到历史发展背后的因果变化，惟其如此，才能于古今

发展中探求历史演变规律，借以指导当下，有所裨益。蒙氏这一观点在近代极具代表性。清季民国

以降，受西方科学思潮影响，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资鉴致用传统与近代科学的探求规律思维交互合流，

促使学者在治史过程中不仅仅追求单纯的学术探索，更体现出较强的现实关怀意味。
如上所言，蒙文通重视“纵通式”的写法，主张以时间推演来叙述史学的发展变迁大势，但并非包

罗全部、无所不写，而是有所选裁，显示出自身的特色。蒙氏认为，“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

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④ 他还引用孟子“观水有术，必观

其澜”的古训来强调研究历史要站位高远，视野开阔。蒙氏认为治史如观澜，要想把波澜壮阔的江水

看清，就必须对其改变流经方向的转折处有一清楚掌握，而“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

历史发展说个大概”。⑤ 所以，蒙文通无论是分析整个历史发展走向还是具体到某一时段的史学发

展时，他都能找到转折变化之处，详加阐释。在他看来，“譬之长江大河，放乎东海，虽首尾相属，然其

曲折易向固已百变而曲折者，乃正在其相属者也”。⑥ 是故，蒙氏研求史学，要在观其流变，于关键处

着眼，细致考察，纲举则目张。至于其余细枝末节，或是在他看来并未对史学发展全局走向起到关键

作用的内容，一概省略。正是在这取舍之间，其个人治史学史的识见得以凸显。
循此思路，蒙文通在考察中国史学时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晚周先秦、汉魏六朝、两宋三个繁荣

时期。他说:“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体制革

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⑦他之所以特重这三个时期，即在于这

三个时期的史学俱能推陈出新，尤其是在史学学术思想、史书编撰体例、治史观点等方面有所成就并

足以引领后世。在蒙氏看来，先秦诸子于历史哲学贡献极大，最不可及; 六朝史家治史勤奋，对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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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横通式”与“纵通式”的分类并非截然断为两橛。事实上，无论在哪一本史学史著作中，一般都可以看

到两种写作思路的共存。这里只是从整体角度进行观察，依据主要叙述大致做如是划分。
蒙文通:《致柳翼谋( 诒徵) 先生书》，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2 册，巴蜀书社2015 年版，第480—482 页。该文的署名时间为1935
年，据王承军考证应为 1934 年。参见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25—128 页。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360 页。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 增补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 页。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 增补本) ，第 1 页。
蒙文通:《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6 册，第 80 页。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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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体裁与体例的创新多有贡献; 两宋史家“深于史识”、长于史论，其作品之精华不在具体史事的记载

描述而在于史家围绕史事展开的议论见解。相比较而言，六朝史家不善于志书的修撰，即使流传下

来的志书也多是缀拾之作而鲜少论断; 两宋史家则善于观察历史推演变化，并能由此判断历史发展

趋势，所以蒙氏在研究史学发展时“于此三段欲稍详，余则较略”。同时他又指出，不同时代每种学术

的发展状况亦各有差别，就史学而言，“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① 蒙氏认为，中国古代

史学的演进趋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哲学的发展同频共振的，哲学盛而史学兴，哲学衰而

史学微。在蒙氏看来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讲学争鸣，学术盛况不可追及，“于时国史、家史，众制并作，

灿烂足观”。② 其后继之两汉，学术气象收缩低迷，学人务求经术，只讲求考证章句，这一现象直至魏

晋以后方才有所转变。六朝时期学界争鸣之风复兴，儒、墨、道、法、名、刑等诸家并起，一扫汉学萎靡

之势，这一时期“干、孙之作，号五百年史例中兴，此史学之再盛也”。③ 到了唐代，宗教学取代史学大

放异彩，学术风气趋向保守，史学家如令狐德棻、姚崇等人只长于记注，因袭前规，注疏经文，而不能

有所撰述。北宋时期“一排唐人博综之学，研精义理，超绝古今。……逮于南宋，胜义纷陈，此史学之

又一盛也”。④ 至于南宋以后，直至明清，在蒙文通眼中史学发展已经基本趋于沉寂，无甚创造。虽

然两汉时期也有班固所编《汉书》、唐代亦曾编修五史，这些史学作品在史料搜集、比较对勘、史实梳

理等方面不可谓不优，但在蒙氏看来这些史著都只是简单的“记注”之作，没有倾注史家的史识见地。
他特别强调了“记注”与“撰述”之间的区别，并以之为史学良莠的划分标准。
“记注”与“撰述”这组概念本出自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

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⑤依章氏之意，

“记注”盖指史料的保存与编纂，它只是对过去有关事实的记载，要求尽量做到“赅备无遗”，因而在

体例上有一定规制; 而“撰述”的目的在于“知来”，成一家言，故在书法体例上往往不拘常格，贵在创

新。⑥ 蒙文通化用章学诚的观点，以“记注”指代一般的史料汇编整理，以“撰述”指代史家修撰史书，

其所看重的仍是史学演进过程中能否出“新”，能否“成一家之言”，能否“示大法于将来”。在蒙氏看

来，两汉史学未能如先秦般激荡出辉煌灿烂的思想火花，唐代史学很大程度上受宗教压制且多注疏

之作，于思想义理无胜义可陈，至于元明清时期的史学不过是因袭两宋，无所创新，故而上述时期皆

一笔带过，省略不谈。
需要指出的是，蒙文通对于“义理”的强调和“撰述”的推崇并非意味着其将史家个人的主观作

用置于修史过程中的无上地位，相反，他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过度强调“义法”的负面效应

有着深刻的检讨。在梳理先秦史学时，他指出:“《春秋》由大夫家史发展而成为诸子，便是专以理论

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⑦即使是《春秋》当中也引用或记载了相关历史事件，但这些史实的功用在其

看来并不在于历史记录而在于为其思想理论作佐证。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作品为了申说自身理论观

点不惜改变史实，强行套用，如此《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就“大大降低了”。同时，蒙文通还强调，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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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致柳翼谋( 诒徵) 先生书》，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482 页。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339 页。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339 页。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339—340 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6 页。
参见朱政惠、陈勇《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史学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蒙文通:《周代学术发展论略》，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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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学是由家史发展演变而来，“诸子之学大盛，史学当然就逐渐衰落了”。① 蒙文通一方面肯定《春

秋》笔法深邃，于历史背后蕴含思想成果，使得史书作品不再是简单的比年记事，开始从单纯的历史

记录迈向历史撰述; 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这种书写模式的弊端———史学家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好恶情

绪，有时往往不惜牺牲史实，强事实以就我，如此就背离了写史的初衷。
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史学史撰述及实践中，无论是梁启超及其后学所进行的“横通式”研究，抑

或是以蒙文通为代表的“纵通式”研究，他们在书写范式上都表现出徘徊于经史之间的特征。由梁

启超等人开创的早期史学史书写模式，大体以史官、史著、史家为撰述主体，带有较重的史部目录

学的色彩，蒙文通则在这种撰述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注重史学思想、历史哲学的作用。蒙氏治先秦

史学，十分注意发掘诸子的历史哲学思想，②他之所以把晚周、六朝、两宋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三个

繁荣时期，是因为这三个时期“皆思想廓落之会也”。在《中国史学史》第三章“天宝后之文、哲学

与史学”一节中，他十分重视学术思想的变动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中唐后经学变化带动研究诸子的

热潮，子学的研究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而思想的解放则引起了文学的革命，经学、子学、文学变革的

共同特点是“归于义理”。这与唐前期的学术截然异趣，用蒙氏的话说是“划若鸿沟，隔如胡越”。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新史学乃萌于是也”。③ 关于经史关系，蒙文通论述甚多。我们知道，蒙文

通治学是由经入史的，他早年随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习经学，对儒家义理之学十分推崇，反映在其史

学史的撰述中，表现为对专务考索的乾嘉史学评价甚低，而对评史论事、褒贬人物、“折以义理”的

宋代史学大加褒扬。关于此点，曾借读过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稿本的金毓黻看得最为清楚，他说:

“蒙君治史盖由经学入，其治经学，更以《公》《谷》为本柢，故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④蒙文通以义

理审视史学，表现出以经治史、史哲相照，着眼重点、明其流变，推崇义理、通观达识等研究特点，⑤形

成了另一种自觉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中国史学史的书写模式，在民国史学史的书写中的确别具

一格。

三

清末民初以来，经学衰落，史学勃兴，并由边缘走向中心。蒙文通早年以经学起家，壮年由经入

史，成为史学名家，但转入史学后的蒙文通治史则不弃经学。在他看来，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

典，集中国古代文化之大成，这是史学、子学所不能涵盖的。他说: “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

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

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

衡。”⑥所以，由经入史的学术背景，使蒙文通踏入史学史这一研究领域时便与当时史学史书写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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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周代学术发展论略》，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14 页。
参见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晚周各派的历史哲学”一节，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360—365 页。
参见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397—398 页。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 105，1930 年 9 月 30 日条，辽沈书社 1993 年版，第 4591 页。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何晓涛《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四川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 、张凯《经史分合: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

史〉的两种写法》( 《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8 期) 、宫陈《由经入史，辨异通观———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绵阳师范学院学

报》2017 年第 12 期) 等文。
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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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异趣。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史学史成为一门专史以来，以史官、史著、史家为撰述主体来探究

史学发展的书写模式成为主流，蒙文通则“不乐为一二人作脚注”，①在这种主流叙述模式之外另辟

蹊径，着眼于经学义理的阐释和史学思想、历史哲学的解读，提出了另一种中国史学史的书写范式，

为当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境。
以蒙氏对宋代史学、清代史学的研究和评论为例。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蒙文通最为究心称扬

的是宋代史学，常言“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② 在近现代史家中推尊宋代史学的不独蒙氏

一人，陈寅恪、金毓黻、钱穆等人也多有论及。与陈氏等人偏重北宋史学不同，蒙文通推尊南宋，他

说:“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③又说:“余少年习经，好西汉家言。壮年以

还治史，守南宋之说。”④在南宋史学中他特别推崇浙东史学，他说，北宋史学上“重《春秋》而忽制

度”，⑤政治上“重人治而忽法治”，⑥而浙东史学则集义理、制度、事功于一体。蒙氏曾言: “《经学抉

原》所据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论者事也，此皆学问之粗迹。制与事既明，则将进而究于义，以阐道

术之精微。”⑦在蒙氏看来，“制”和“事”只是“学问之粗迹”，儒学义理才是“道术精微”之所在。“北

宋之言史专于理道之旨，义每狭而浅”; ⑧而南宋浙东史家“治史而究乎义理之源”，⑨既重儒家内圣心

性之学，又不忘制度、事功，致力于外王治平之业，“道之精粗，政之本末，皆于是乎备”。瑏瑠 故言: “浙

东之学，以制度为大宗，言内圣不废外王，坐言则可起行，斯其所以学独至而言无弊。”瑏瑡显然，浙东史

家这种治学风格与以今文学起家、视儒家义理之学为“第一义”的蒙文通深相契合。所以，在其《中

国史学史》讲义中，蒙氏对浙东史学的精神再三致意，心有戚戚焉。
对于近代新派学者极为推崇的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汉学，蒙氏深不以为然。他认为，清人治学

每每以细枝末节处的争辩相较，过度究心于名词章句、音韵文字的考订纠讹，宏纲巨目弃而不顾，反

而寻其枝叶、较其铢两，过分关注个体局部，以致不能对经典大义有正确深入的理解，肢解了经文义

理，离本益远，歧出益迷。因此，他说:“清代学术呢，只是反对宋明理学，说是汉学，其实只是考证而

已。史学像赵翼《廿二史劄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都不能算作史学著作。史学不是史学，经学

不成经学，诸子不是诸子; 一部《十三经注疏》，就是将经、史、文选混在一起，真是不伦不类饾饤之

学。”瑏瑢这种学问“以言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瑏瑣 循此思路，他对清代史学未加申

说，一笔带过，且对清代以前的考史之作皆略去不提。
近代以来，经史易位，面对经学日益边缘化的命运，由经入史的蒙文通将经学方法引入史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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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和叙述模式上别起新途，“取舍之际，大与世殊”，①有了进一步突破。与此

同时，蒙文通对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袭用西方学术分类法，将本来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的经学人为

割裂开来，分为文史哲数科的做法也深致不满。他痛切地指出: “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

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

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

成就之故也。其实，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

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②在蒙氏看来，把儒家经学典籍强行分入哲学、史学、文学等西方近代

学科当中，其实是对经学的一种巨大破坏，这样做不仅在形式上拆解了经典，更重要的是粉碎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元神，导致国人价值观念的崩塌。蒙文通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卓尔不

群。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界的大方向始终是在西方科学思潮和现代学科法则的深切影响下发展

的，近代以来传统学术的基本走向之一是“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转轨”。在这种情况下，蒙氏并没有

盲从时风，而是对学科的格局进行了主动思考和反省，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值得重视。有研

究者指出，在由经入史的时代背景下，蒙文通所扮演的并非仅是一名被动改变学术方向的研究者，更

是一名主动思考近代知识体系与学科格局的教育者。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在由经入史的背景下显

示出独到的学科反省意义，他引入儒家义理与制度，将其视作衡量中国史学发展的标尺，侧重以思想

为中心讨论史学的发展演变，凸显儒学义理和经史之学，由经入史，再由史返经，以经学统摄史学，故

而在叙述范式与研究重点上都与梁启超首倡发凡的“人物—代表著”的范式截然不同。③

对于早期中国史学史书写的这两种模式，学界已有一些议论和评说。以梁启超及其后学为代表

的“横通式”研究，因其书目解题意味过于浓厚而被视为史籍提要; 以蒙文通为代表的“纵通式”研

究，因其高扬义理，对传统经学过于推重而被指为经书之延伸。有学者指出: “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

有重大区别，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有密切联系……而近代史学最重要的特点则是摆脱经学的枷

锁。”④依此而论，蒙文通的史学史著作似乎与近代史学的时代特征不相契合。也有学者反思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讲义中经学痕迹过重的问题，认为“蒙文通的史学史著述意识，某种程度上是对梁( 启

超) 、金( 毓黻) 史学史模式中所存缺失的完善，然而蒙文通过分看重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经学、义理、
名教等理念对史学发展走向产生的作用，以至于多少影响到了对现代史学‘学科’性质的新认知，忽

略了史学的载体仍旧是史家、史书本身这一基本事实”。⑤ 应当说，这种批评和反思有一定道理，当

然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首先，作为传统学术之首的经学，其拆解、融汇、隐退于近代学科之中的

过程贯穿于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全程，并非短期内一蹴而就; 其次，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学人，其知识

结构、思维模式、著述取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影响。换言之，“处在

20 世纪初的转型阶段，那些先行者所关心和焦虑的，可能更是如何兼容中西、并蓄新旧的问题，他们

才刚刚踏上接纳新观念的阶段，还远远不到排斥旧体制的时期”。⑥ 所以，对于学科草创时期的这种

可贵尝试，我们应更多地给予“同情之理解”，给予这些探索以恰当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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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顾百年中国史学史之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门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线到多元、
从平面到立体的发展历程。自从梁启超首倡发凡，提出建立一门学科史意义上的史学史框架以来，

学界的叙述模式便主要是依据梁氏的意见展开，以史著、史家为主要对象的研究范式居于主流。随

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这种史部目录式的研究范式遇到了瓶颈，不断受到学者的批评和质疑。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两次史学史大讨论，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已由过去侧重史家、史著拓展到历

史观、史学思想、史学思潮与流派、史学建制、中外史学交流等众多领域，历史哲学、史学思想已成为

史学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乃至重中之重。其实，对于这些问题，蒙文通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

所思考，对书目解题式的研究范式可能遭遇的困境做出了预判，并对造成这些困境的关键原因给出

了某种解决的答案，这体现了他治学的敏锐和识见之精深。当今新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正处在调

整、改进和转换之中，有待于做进一步总结。在这种背景下，重温并深入探讨蒙文通在 20 世纪三四

十年代构建的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史学史研究范式，无疑具有补弊救偏的学术意义，并可为当今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
如上所言，要深化当下中国史学史研究，我们可从蒙文通等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著述中汲

取养料。通过对其治中国史学史研究方法和特色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还有

如下几点可供当下借鉴和思考。
其一，在研究立场上，应坚持民族本位，吸收外来研究成果的同时注重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构

建。以经史之学为志业的蒙文通对于传统史学一直持有高度的肯定，认为“中国史籍之富，并世诸

国，莫能与抗，而究论作史之法，亦以中国为最先”。①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界深受西方科学思潮和

学科分类的影响。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周容在总结近世史学风气时指出，民国以来是“翻译世界各

国史籍最风行的时代，对于欧美史书与史学理论，皆竞相介绍。……最近三十年的史学可以说是中

国新史学运动的启明时期。至于史书的著作方面，多趋重于翻译外史与著述专门史两途”。② 随着

各类西学思想的涌入，中国思想界的价值判断由“向后看”变为“向外看”，一时各家学说如过江之

鲫，学者们在吸收采用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走向了不加甄别、拿来是从的偏径。在这种情况下，蒙氏没

有盲从时风，在治史中并未一味采取西法，而是能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开掘出新的视角和有用内容，研

史学而不废经学，用经学关照史学。蒙氏虽出身旧学，坚守传统本位，但其观念却并不保守，也不拒

斥西方学术思想。同时代的其他学人容易走向好新求奇、全盘西化，或唯中是从、唯古为真的两种极

端，相较而言，蒙文通的做法则相对客观，能够全面合理地看待西方思想。蒙氏在治史中对西方史学

表现出极大的包容，看到了其有益于中国史学革新的一面，认为传统史学欲求进步，必须借鉴西方史

学。他指出:

自近一二十年来，凡国内刊物，十九皆关史学，而言文学言史学者，其述作又多属考订。
在昔风靡一时之文、哲学，结果乃无纯然文、哲方面之伟制，岂以凭虚者难继、而蹈实易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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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 夫去浮华就征实，不可谓非学界之一大进步也。然中国史册，浩穰无纪，苟惟从事枝节

之勘定，而纲领滋晦，则将于何竟其功? 况前世治史方法，尤需改辙，非借径于西洋史学难

为役，故举纲洁要之作，于今日为更要。夫中国旧为史学之国，由今日之情观之，最近以往，

又将为史学迈进之时，而最急切赖资借鉴之西史洁要专书，寥落不可多得，是非一大缺

憾欤! ①

但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史学虽有其长，却并非与中国史学的发展实际严丝合缝，在学习

采用的过程中要时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可将其吹捧过高，更不可生搬照抄。例如，对于民国时

期风靡学界的“历史法则”之说，蒙文通就看到其理论适应性的问题。他认为，“就经济形态、社会形

态以解释历史，以成立所谓历史法则，其为说果坚定不易。然就西方史料以成立者，只能谓之西方历

史法则，不能即认为世界法则，似未可遽以之适用于东方之历史。况所谓西方法则，尚未得西方学者

之普遍承认，则治东方史者，更无迁就此法则之必要。晚近之研习中国史学者，以能袭西方之陈言为

名高，而惮于就国史以创立东方法则，削足适履，弊何可讳。盖亦以近世学人，生活动荡，学未充实，

不得尽其材也。……其实，中国之历史，自有其特殊性质，不能勉强据欧洲史之方式，即以为中国史

之方式也”。② 在中西学术交流深度融合的今天，如何在学习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同时不迷失自我，

在积极构建本土学术研究体系的同时不排斥海外有益养分，蒙氏的这种中正平和、实事求是的立场

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二，在实践过程中，应将史学史研究置于社会时代背景下考察，避免片面的文本分析。晚清以

来，由于受到社会现实的强烈冲击，学者在读书治学的过程中普遍注重学问与时代之关联，对于学术

的致用性与应时性尤为看重，认为“有一代之变，即有一代救变之学，天下之变无穷，而天下之学亦无

穷。学术者，所以通时变而为用者也”。③ 这一思路一直下延，影响到民国史学界的治学风气。蒙文

通研究史学史非常看重史学发展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包括史学在内的任何学术都

是所处时代环境的思想结晶，是物质层面在精神领域的投射，所以时代发展对学术兴衰有着方向性

的影响。他指出:“研究学术史者，以为某一时代有文学、经学、史学、宗教、艺术等，他时代亦如之，排

比尤无二致，殊有大谬不然者。盖各种学术因时代之不同，盛衰亦有异。”④同时，在分析各类史料时

也应关注到其背后的时空因素，尤其是这些因素对史料自身真实性和研究者对于解读史料正确性的

影响。诚如其言，“要给予某项史料以恰当的地位，首先是应该分析该史料产生的社会环境。因为任

何史料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该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制约。在考察

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首先就是考察产生它的‘时代’和‘地域’。只有在时代和地域明确以后，才能

结合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作进一步的分析。在排除了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

等方面对该史料的歪曲、影响之后，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真象”。⑤

蒙文通强调史学与时代的交互影响关系，其实也是一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思路。蒙氏认

为，史学是随着世情而同频共振的，时代变迁，史学亦随之改变。他指出:“世益降，史益变，而儒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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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西洋近世史〉序》，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6 册，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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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 节选) ，章太炎、刘师培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5 页。
蒙文通:《我国学术之进展》，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137 页。
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115—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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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儒史相资于不穷，为变不可极。”①蒙氏这种治史看其发展的眼光与他一直强调的“观其流变”
“事不孤起，其必有邻”等原则一理相通，其意不仅着眼于史学内部自身的演进逻辑，更考虑到史学发

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尤其关注如何寻求史学、社会、史家三者的平衡共进，蒙文通在这方面做了深度

思考，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习惯于通过归纳总结、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史家作品进行考察，完成其史学

思想的呈现。这一过程中对于文本和史事的关照程度往往不均。有一种思路认为作品是个人思想

的最好载体，所以在探讨史学思想问题时走向了立足文本，进而局限于文本，最终陷入文本的窘境，

将史学思想的探究简化为史学作品之间的文字比较，浮于表面，谈而不透。事实上，文本与史事的张

力自本学科创立之时就一直存在。钱穆认为，中国史学是以人为主脑，西方史学则以事为中心，②而

史学史则在很大程度上以“书( 史著) ”为中心。所以，早期的史学史研究者大多以史籍为撰述主体，

甚至用“史籍考”之名来替代史学史，令其深深打上了史部目录解题式的印迹。我们的研究若要有所

突破，就应该跳出这种只倚重于文本分析的做法。诚然，任何研究史学史的史家都不会否认史学思

想的重要性，“无论哪一位史学家，哪一个史学流派，都有一定的思想作指导”。③ 可以说，史学思想

始终是史学的核心所在。但是，探究史学思想的路径并非只有分析文本一途，史家的研究著述是一

种历史活动，归根到底是史事。如果我们在考察中没有充分把握历史环境与历史活动，就只能流于

空疏。孤立平面的总结既无法把握其思想精髓，更有甚者还会造成看朱成碧的错误。归根结底，历

史研究的落脚点应是历史本身，而不是以书籍实物为主要载体的史料。而“历史本体就是现实人

生”，④所以史学家在进行史学史的考察过程中仍需要对“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也就是对实际客观

历史环境有着通透的把握; 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情境我们是不可能也没办法认清史学史的，毕竟史学

是建立于历史之上，而史学史又是两者的升华。正如伊格尔斯所说，“一部史学史只考虑到历史学规

范内部的因素乃是不可能的”，⑤史学史不是孤立的学术，断不能将其隔绝于社会环境与时代风气之

外，亦不能将史学史从各种体制机制中抽离出来单独研究。我们对于史学史的学科定位是历史学的

反思，所以它的特点体现在反思性、总结性、前瞻性上。按照逻辑的应然，作为历史学之历史，史学史

应该对历史研究的既往经验作出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趋势予以指导。而这一目的的达成，首先需要

我们做的，就是把史学还原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由此而言，蒙文通立足文本呈现史家的思想，但

又不被文本所拘，注重思想与史学的关系及其史学流派的区分，尤其注重寻求史学、社会、史家三者

之间的平衡共进等主张值得当下重视。

( 作者陈勇，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宫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邮编: 200234)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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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pirit of Science in Dialogue with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istorical Science / / Yu Huamin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istorical science points out an organic method to ground
classical the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in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through the active engagement
of build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offers guiding theories and practical methods as well
as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insightful illumination by which to position historical science as a discipline to
scientifically discover wisdom from history，creatively generating a series of new ideas，new hypotheses，
and new points of view. President Xi'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istorical science has broadened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nd constantly generated new ideas. It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true power of
Marxism as well a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ambitious global aspirations and their
uncompromising sense of duty for history. It has a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developing the studies of
historical science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To study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istorical
science，we need to carefully grasp its internal logic，historical reasoning，and scientific spirit，thus to
discover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to learn from the past facing the future．

Quantitative History as New History: Its Methods and Value / / Lin Zhan，Chen Zhiwu

In the era of big data，historical research faces a new challenge，that is，how to make better use of the
large-scale historical materials given in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databas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becom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Quantitative history，as a critical branch of the new history，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by which to deal with this challenge. In recent years，as a burgeoning field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a，quantitative history has developed sophisticated analytical methods. Taking the
study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details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quantitative history and analyzes its potential positive role in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 of
historical big data. It identifies long-term impact on historical research，and promotes exchange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and other subjects in social sciences．

On the Paradigm of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Meng Wentong as a Case Study / / Chen Yong，

Gong Che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historiography transformed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One of its central themes is how to reor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question gradually

851



SUMMARY OF ARTICLES

evolved into two research positions，to“reevaluate historical data”and to“reframe historiography”. The
former position promoted the compilations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and the
latter one fostered the birth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s an independent subdiscipline of scholarly inquiry.
Early pioneer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such as Liang Qichao，Zhu Xizu，firstly reexamined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ollowing them，Yao Mingda，Meng Wentong，Jin
Yufu，and others explored the methods of study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detail. Among the later
generation，Meng Wentong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The early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developed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al hermeneutics and historical inquires.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further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focusing on its three elements:
the historiographer，the historical work，and the historian. Meng Wentong，by contrast，highlighted the
concepts，such as Confucian classics and moral principle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He established a
unique writing model for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at consciously serv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model
promoted by Liang Qichao and the others. To furthe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writing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ers exemplified by Meng Wentong．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Chiang Kai-shek's Role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 /
Chen Qianping

The evaluation of Chiang Kai-shek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is quite complicated．
Though he showed abundant determin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the GMD army only
had few victories on the battle field. As the chanc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nterventions diminished，

Chiang hoped to reach a tentative truce with Japan. However，the negotiations initiated by him had a
bottom line，that is，Japan must unequivocally respect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ang
followed his anti-communist policy throughout the War of Resistance. He agreed to a second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several reasons including the Peace Agreement of the Xi'an Incident，the
assurance of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to his Nationalist Government，and the high
expectation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declare war on Japa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Chiang，though as a nationalist political leader，was short of a global vision for world politics. He was
arrogant，tenacious on power，and overtly testy. He did not have the wisdom and good judgment to deal
with wartime politics. He often prioritized his party's interests，held back GMD forces，and chose a strategy
focused on de-escalation on the battle field. The GMD army's loss during the Operation Ichi-Go in 1944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decline of Chin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riting National History by Ancient Historians in Vietnam / / Cheng Sijia

The ancient history of Vietnam offers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itself，which is the reason that i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s who study the country.
In the past，due to the lack and limitation of historical data，scholars from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verification discuss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Vietnam，and few
scholars had paid attention to the holistic process in which historians of ancient Vietnam wrote and
constructed the history. This article，based on the newly found text Dai Viet Su Luoc as well as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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